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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于个人—工作匹配理论,探讨组织内部人—AI协作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并分析员工个人层面的双

元学习行为(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在人—AI协作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的中介作用。通过对197名员工样本的两

时点匹配的问卷调查发现:人—AI协作对员工创造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均在人—AI
协作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揭示了智能时代背景下人—AI协作对员工创造力产生影响的具体

机制,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下的新型组织管理中员工创造力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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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on-job
 

fit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human-AI
 

collaboration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on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analyz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mbidextrous
 

learning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employe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AI
 

collaboration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results
 

of
 

a
 

two-time
 

point
 

matching
 

questionnaire
 

with
 

a
 

sample
 

of
 

197
 

employees
 

show
 

that:
 

human-AI
 

collabo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
 

creativity.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both
 

play
 

partial
 

mediating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AI
 

collaboration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specific
 

impact
 

mechanism
 

of
 

human-AI
 

collaboration
 

on
 

employee
 

creativity
 

in
 

the
 

intelligent
 

era,
 

and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ployee
 

creativity
 

in
 

new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scenario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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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AI)等数智技术在组织中的广泛应

用催生了新型工作系统,从而推动技术从传统工具

属性向“合作伙伴”属性演变[1]。在新系统中,员工

与各类自动化设备、智能系统的互动更加频繁深

入[2]。例如,基于多模态深度学习模型的制造信息

推荐系统,可通过分析制造数据、工人的情境信息和



意图,帮助工人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提高整体

生产力[3]。然而,AI在改变员工工作内容和任务执

行方式、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工作量增加、
工作要求提高、工作节奏加快等压力[4]。因此,探讨

如何引导员工正视AI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激发其

创造力,以更好地适应组织的数智化转型,具有重要

实践意义。
员工创造力作为个体职业发展以及组织获取竞

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5],其影响因素一直是

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研究焦点。伴随着AI的快速发

展与广泛应用,人与AI交互作为新型组织管理场

景已引发大量学者的关注[1,6]。工作场所中采纳和

融入AI技术会产生“自动化”与“增强”效应,对员

工心理状态和工作行为具有复杂的双刃剑作用[7-8]。
关于人—AI协作能否提高员工创造力,现有研究主

要从角色分工[9]、工作资源与要求[8]、压力认知评

估[6]、内在动机[10]等视角出发,认为组织内部应用

AI会对员工创造力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然而,
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员工被动接受和适应技术变革的

路径,忽视了员工在与AI协作过程中发挥主观能

动性、激发自身主动性行为的可能。主动学习行为

作为一种积极行为策略,有助于员工通过获取和掌

握知识以应对AI带来的压力与挑战,推动其适应

新型岗位的工作要求,从而顺应人与AI共生的发

展趋势。
少数研究探讨了在AI应用场景下工作要求的

变化[11]、AI与机器人意识[7]以及AI压力[4]等因

素,发现这些因素均会激发员工的主动学习行为,进
而提高创造力。但现有研究尚未关注人—AI协作

对员工不同学习目标与方式的影响。个人—工作匹

配是指工作需求与个体技能、知识和能力的匹配程

度,可以用来预测员工的工作熟练度、技术理解程度

和工作创新等[12]。随着AI赋能传统产业,员工逐

步面临岗位技术整合度高、新型协作模式难以适应

等新挑战,亟须实现从单一操作向兼顾“技术迭代”
与“知识深化”的双重能力转型[13],否则难以实现岗

位适配。因此,员工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新型工作

需求下调整学习方式和策略,既掌握新技术,又优化

工作惯例,重新实现个人与工作的匹配,进一步激发

自身的创新能力。
考虑到双元学习作为主动性行为可帮助个体

平衡一致性与适应性、增强竞争力[14],本研究基于

个人—工作匹配理论,将双元学习(探索式学习和

利用式学习)作为中介变量,以揭示数智时代下

人—AI协作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希望从学

习视角为人—AI协作激发员工学习行为提供新的

解释机制。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推导

(一)文献回顾

  1.人—AI协作

AI是指能够协助或与人类合作执行任务的智

能体以及嵌入型AI驱动软件系统的统称[15]。随着

智能技术展现出自主学习、情感反馈及伦理判断等

自主化新特征,工作场所中的AI角色逐渐从辅助

工具发展为与人类合作的“团队队友”[1]。人—AI
协作是指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共享工作空间,在同

一动态系统中迭代交互,共同完成复杂任务[16]。数

智时代,人机协同式混合劳动力模式已成为企业组

织生产的主流形态。一方面,人类通过输入知识经

验、监管和维护机器以及积累人工活动产生的大数

据,支持和推动AI智能化运作;另一方面,AI能够

替代简单、重复的劳动,使员工专注于更具创造性、
高价值的工作,解放个体劳动力,释放个人创造

力[17]。因此,本研究基于AI技术的自主化特征以

及新型人机组队协作关系,主要探讨人机互利共生

情景下,人—AI协作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及其复杂

作用机理。
2.双元学习

March[18]首次将“双元性”引入组织学习领域,
提出了双元学习理论,并构建了探索式学习与利用

式学习的二元分析框架。该理论在组织层面已得到

广泛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其同样适用于

个体、团队等层面[19-20]。在个人层面,探索式学习是

指员工为解决工作新难题,挖掘问题本质并最终提

出科学、完整的解决方案的过程;利用式学习则强调

基于现有组织规程与知识体系,通过新的整合资源

方式来提升工作效率[21]。目前相关研究不仅关注

双元学习与创造力[21]等结果变量的关系,而且探讨

了影响双元学习的前因:个人特质方面涉及决策权

力[19]、工作动机[22],情境因素方面涵盖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系统[23]、领导者行为[24]等。
随着AI技术与员工工作深度融合,其通过多

样化各种学习渠道和资源,有效激发员工主动学习

行为。例如,有学者从变革学习理论视角,验证了服

务机器人的兼容性对员工双元学习的正向作用,认
为当机器人技术适配员工需求和风格时,能够创造

有利的工作环境,促进员工参与变革性学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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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工作匹配理论

个人—工作匹配理论最早由 Edwards[12]于
1991年提出,该理论认为个体知识、技能和能力与

所在岗位的要求相匹配。该理论从需求—供给匹

配、需求—能力匹配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前者指工作

特征可满足员工内心期望与个人倾向,后者指员工

知识、技能和能力能够与工作要求相适配[26]。个体

因素与环境因素作用于个体对人—工作匹配的主观

感知,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结果;创造力等积极行为

通常是个人—工作匹配的直接结果[27]。
当AI等智能技术嵌入组织社会系统,传统工

作特征已悄然转变。AI承担基础性工作使员工聚

焦专业能力提升,但也让员工意识到自身知识、技能

与岗位需求间的适配缺口[28]。为了适应动态任务

环境,实现人机协作活动模式的一致性,与AI共同

努力实现组织目标,员工既需要通过探索式学习掌

握新知识、尝试新方法、发展新能力以提高胜任力,
又需要通过利用式学习增强和扩展现有知识与能

力、强化工作技能的熟练度以提高工作效率[29],最
终实现与工作场景的动态匹配,推动个人创造力的

提升。
(二)研究假设

  1.人—AI协作与员工创造力

员工的创造力体现在他们为组织的产品、操作、
服务和流程等方面提出创新且有价值的想法或方

案,包括问题解决、产品开发、流程优化等[30]。人—
AI协作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

面,人—AI协作能够有效重构任务分工,AI技术通

过承担基础性工作(如智能助手执行程式化任务、工
业机器人替代重复性劳动等),释放员工的认知、心
理和情感资源,使其专注于需要创造性思维的复杂

任务[9]。另一方面,AI系统凭借实时数据处理与智

能分析功能,能够助力员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基

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决策支持系统,能够快速解析海

量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为员工提供精准的决策

建议与创新路径指引,有效降低创新试错成本。此

外,员工借助数智信息系统构建的动态知识共享网

络,可打破信息壁垒,促进组织内知识共享与交

流[1],激发创新灵感,进一步提升创造力。据此,本
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人—AI协作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
2.探索式学习的中介作用

虽然组织内部由AI驱动的工作特征变化导致

员工与自身岗位的不适配,但是人与AI协作的良

好交互状态为员工开展探索式学习提供了有利条

件。员工可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和积极进取的行动

适应工作环境的变化,持续胜任工作岗位。为实现

个人—工作匹配,从需求—供给匹配的角度看,当工

作的特性能够契合员工的心理需求和个人偏好时,
员工感知的工作匹配度越高[26]。一方面,AI、大数

据、算法等技术构成的社会化智能信息系统,帮助员

工获得更多工作闲置资源,提高自主学习和灵活应

用的能力[28],增强探索式学习;另一方面,AI可以

承担部分风险,比如数据分析中的错误,可以让员工

更放心地进行实验和决策,有效降低失误和控制风

险,缓解员工创新焦虑,为其开展探索式学习提供有

力保障。
从需求—能力匹配的角度来看,当员工掌握的

知识、技能和能力与工作要求相契合时,其感知到的

工作匹配度越高[26]。有效的人机协作要求劳动者

淘汰部分陈旧技能,掌握与AI等智能技术适配的

高阶工作技能[13]。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提升员工

与AI协作以及创新能力上,让员工感知到工作蕴

含的发展潜力,激发他们探索新工作领域的热情和

动力,持续拓展技能边界[28],促进探索式学习行为。
从知识与创造力的内在关系来看,创造力的核

心在于对知识要素的创新性应用[5]。当员工因重视

知识快速更新的价值,将工作精力聚焦于探索式学

习时,不仅能持续获取工作领域外的异质信息,拓宽

知识储备,为提升创造力筑牢根基[31-32];进一步地,
探索式学习行为还能通过整合新旧知识,强化跨界

知识融合能力,在新旧知识范畴间建立有效关

联[14],碰撞出创新思维火花,培育创造力。此外,探
索式学习常与开放宽松的组织氛围相伴,这有助于

塑造员工的发散思维,培育开放灵活的心智模式,推
动组织内部知识共享与交流,进一步激发创新潜

能[21]。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探索式学习在人—AI协作与员工创造力

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利用式学习的中介作用

在人—AI协作过程中,为了适应岗位技能要求

变化,员工通过获取学习资源、有效反馈以及组织培

训等方面的支持,增加自身的工作资源存量,进而形

成对利用式学习的感知,提高个人与岗位的适配性。
为实现个人—工作匹配,从需求—供给匹配的角度

看,AI通过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习资源、开放共享的

学习环境等赋能员工深度学习[33],推动员工现有知

识的完善和改进,有效提升学习深度。同时,相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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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而言,人—AI协作能快速、全面且客观地分析

和评估员工任务表现,通过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改进

建议,帮助员工促进知识内化与应用,提高学习效

率。已有研究发现,相较于单一的AI反馈机制,人机

协同反馈模式整合AI的客观分析能力与人类的经验

判断优势,在医疗诊断和人才招聘等决策领域展现了

显著的成效[34-35],这种混合决策机制能提升AI使用

者的决策质量和工作效率,进而促进利用式学习。
从需求—能力匹配的角度来看,AI的规模化应

用使得企业正遭遇技能需求层级跃升的压力,工作

岗位呈现出技能高阶化、人机与人际协作技能复杂

化等特征[13]。这要求员工借助智能知识图谱、自适

应学习系统等数字化工具,实现知识结构的系统性

重构与认知深度的进阶式发展,进而推动利用式学

习。此外,AI与传统产业的深入融合使得中高端技

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促使企业广泛开展技能培训,
帮助员工更好地适应岗位技能的动态变化需求。在

此过程中,员工将置身于有利于深度学习的组织环

境,进而强化利用式学习[36]。
学习是个人获取特定专业知识并加以吸收、整

合,从而转化为个体创造力的重要手段[37]。而利用

式学习作为一种高效的学习策略,能够帮助员工聚

焦于对既有知识的系统性融合与运用,从而有效提

高自身的思考与分析能力,增强创造力。其一,员工

通过利用式学习深化对现有岗位专业知识的开发,
拓展知识储备,为形成创造性想法打下知识基础。
其二,员工可以将现有专业知识与外部市场信息结

合,强化对当前工作领域内知识的解构与整合能力,
培育创新思维[21]。其三,利用式学习能够引入多元

系统知识,帮助员工识别现有工作领域的潜在问题,
把握未来创新方向,提升市场洞察力[31],有益于提

高创造力水平。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利用式学习在人—AI协作与员工创造力

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浙江杭州、湖州、宁波三地3家应用

AI技术的企业员工为调研对象,发放纸质问卷开展

调查。其中2家企业属于制造行业,1家属于酒店

行业,受访员工主要集中在行政、技术、服务和生产

等岗位。在问卷收集过程中,首先通过提问以筛选

受访者是否为与AI进行交互的员工,如:您的工作

要求使用AI设备/技术吗? 您在工作中使用哪些

AI设备/技术? 确认资格后,由受访者独立填写问

卷。为便于后续进行间隔
 

1
 

个月的两轮问卷调研

数据匹配,要求受访者填写个人手机号码后4位,并
明确告知两轮问卷填写的基本信息需保持一致,否
则视为无效问卷。

第一轮调查启动于2024年4月,受访者主要填

写人—AI协作、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的相关问

题;第二轮调查启动于2024年5月,受访者主要填

写员工创造力和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问题。两轮

调查总共分别发放问卷250份,第一轮收回问卷

234份,第二轮收回问卷220份。删除两期信息填

写不完整且匹配失败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97份,有效回收率为78.8%。对问卷进行人口统

计分析,结果显示:在性别方面,女性参与者人数占

比42.64%,男性参与者人数占57.36%;在受教育

程度 方 面,本 科 和 研 究 生 样 本 量 占 比 分 别 为

57.36%、27.42%;在工作经验方面,工作年限在工

作10年以上的参与者人数占比31.47%,5至10年

的参与者人数占比28.93%。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运用SPSS26.
 

0软件对问卷量表进行数

据分析。所采用的量表在参考国内外成熟量表的基

础上,根据研究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所有量表均

采用Likert
 

7分量表计分,测量方式为让受访者“自
我打分”。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a)人—AI协作(HAC)。本研究采用 Kong

等[29]编制的相关量表,包括“AI参与我的决策过

程”等5个题项(Cronbach's
 

α=0.958)来衡量人与

AI的协作程度。
b)探索式学习(ERL)。本研究采用朱朝晖

等[38]编制的相关量表,包括“我能够高效地搜寻、辨
识并 追 踪 新 科 技 领 域 的 信 息”等 4 个 题 项

(Cronbach's
 

α=0.928)来衡量探索式学习。
c)利用式学习(EIL)。本研究采用李支东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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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的相关量表,包括“我拓展或利用原有的技术”等
5个题项(Cronbach's

 

α=0.913)来衡量利用式学习。
d)员工创造力(EC)。本研究采用Zhou等[30]

编制的相关量表,包括“为达成组织/部门目标,我提

出新方法或策略”等13个题项(Cronbach's
 

α=
0.957)来衡量员工的创造力水平。

e)控制变量。由于性别、年龄、学历等基本人口

统计特征可能会对员工创造力产生影响[5],本研究

选取基本人口统计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包含员工性

别(男性=0,女性=1)、年龄(单位为年)、工作年限

(单位为年)及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下=1,本科=2,
硕士=3,博士=4),以尽可能排除这些因素对人—
AI协作和员工创造力之间关系的干扰。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所有变量均使用同一问卷调研,由相

同对象填写,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参考

谢宝国等[40]提出的控制不可测量的潜在因子法,在
假设的四因子模型基础上,加入共同方法潜在因子

(CMV),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比较加入共同方法

潜在因子前后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数,得:Δχ2/df=
0.393,ΔRMSEA=0.012,ΔCFI=0.030,ΔTLI=
0.026。RMSEA 的变化小于0.05,CFI和TLI的变

化未超过0.1,表明加入共同方法潜在因子后,模型并

未得到明显改善,测量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2/df RMSEA CFI TLI
四因子模型+CMV
(HAC,ERL,EIL,EC,CMV) 2.169 0.077 0.936 0.923

四因子模型
(HAC,ERL,EIL,EC) 2.562 0.089 0.906 0.897

三因子模型
(HAC,ERL+EIL,EC) 2.944 0.100 0.882 0.871

二因子模型
(HAC+EC,ERL+EIL) 6.040 0.160 0.693 0.667

单因子模型
(HAC+ERL+EIL+EC) 7.525 0.182 0.602 0.568

(二)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运用软件SPSS26.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检验变量题项一致性,
各测量变量Cronbach's

 

α值介于0.913~0.958,均
高于0.7,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

高。量表KMO值为0.945,Bartlett's
 

检验Sig.为
0.000,说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运

用软件AMOS26.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四因子模型拟合指标(χ2/df=2.562,
RMSEA=0.089,CFI=0.906,TLI=0.897)显著

优于单因子模型,说明数据对四因子模型的拟合良

好。同时,假设的四因子模型各拟合指标均符合标

准,优于其他竞争模型,说明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

分效度。此外,各题项标准化因子载荷值在0.648~
0.943,且平均方差萃取量

 

AVE 均大于0.5,表明本

量表聚合效度良好。
(三)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软件SPSS26.0对各变量均值、标
准差及相关系数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

2可知,人—AI协作与探索式学习(r=0.400,P<
0.001)、利用式学习(r=0.390,P<0.001)、员工创

造力(r=0.486,P<0.001)显著正相关。
表2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性别 年龄 工作年限 教育程度 人—AI协作 探索式学习 利用式学习 员工创造力
性别
年龄 -0.225

工作年限 -0.178 0.917**
教育程度 0.027 -0.033 -0.182*

人—AI协作 -0.097 -0.068 -0.043 -0.108
探索式学习 -0.203 0.074 0.042 0.091 0.400***
利用式学习 -0.234 0.041 0.021 0.038 0.390***

 

0.543***
员工创造力 -0.236 0.134 0.136 -0.078 0.486*** 0.527*** 0.463***

均值 1.430 32.210 8.401 2.170 5.551 4.581 5.559 5.822
标准差 0.496 7.557 7.512 0.734 0.948 1.478 0.906 0.804

  注:N=197,*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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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设检验

  本研究运用层级回归分析法来验证假设,共
构建了10个不同的回归方程模型,将性别、年
龄、工作年限等人口统计学变量设置为控制变

量。模型1和模型2中,因变量为探索式学习;
模型3和模型4中,因变量为利用式学习,模型

5—模型10的因变量为员工创造力,回归结果见

表3、表4。
表3 回归分析结果(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

变量

探索式学习 利用式学习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β t β t β t β t

性别 -0.197 -2.718 -0.160 -2.311 -0.238 -3.297 -0.202 -2.909
年龄 0.065 0.341 0.111 0.591 0.007 0.034 0.050 0.272

工作年限 -0.035 -0.185 -0.049 -0.267 -0.025 -0.129 -0.038 -0.204
教育程度 0.092 1.213 0.123 1.698 0.041 0.541 0.072 0.989

人—AI协作 0.310*** 4.544 0.305*** 4.501
R2 0.052 0.144 0.057 0.148
ΔR2 0.052 0.093 0.057 0.091
F 2.614* 6.435*** 2.909* 6.617***

表4 回归分析结果(员工创造力)

变量

员工创造力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性别 -0.219 -3.041 -0.175 -2.600 -0.084 -1.564 -0.056 -1.036 -0.075 -1.439 -0.049 -0.923
年龄 0.025 0.131 0.077 0.428 -0.017 -0.120 0.022 0.157 0.007 0.054 0.045 0.330

工作年限 0.056 0.292 0.041 0.229 0.085 0.612 0.076 0.546 0.072 0.520 0.065 0.471
教育程度 -0.062 -0.820 -0.025 -0.359 -0.123 -2.213 -0.088 -1.593 -0.103 -1.880 -0.070 -1.299

人—AI协作 0.362** 5.486 0.168** 3.161 0.170** 3.205
探索式学习 0.679*** 12.991 0.626** 11.628
利用式学习 0.681*** 12.985 0.628** 11.650

R2 0.068 0.195 0.504 0.505 0.514 0.515
ΔR2 0.068 0.127 0.437 0.438 0.335 0.336
F 3.498** 9.244*** 38.435*** 38.485*** 35.569*** 35.676***

  1.人—AI协作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检验

检验人—AI协作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时,在模

型中加入控制变量构成模型5,随后加入人—AI协

作构成模型6。由表4可知,在控制了性别、年龄、
工作年限、教育程度等因素后,发现人—AI协作对

员工创造力的系数显著为正(β=0.362,P<0.01),
ΔR2为0.127且显著,说明人—AI协作对员工创造

力产生正向影响,H1得到支持。
2.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中介效应检验

参照温忠麟等[41]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检

验。关于探索式学习,首先,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发现人—AI协作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362,P<0.01);其次,在模型2中,人—AI
协作对探索式学习呈正相关(β=0.310,P<
0.001);再次,在模型7中,探索式学习对员工创造

力的影响正向显著(β=0.679,P<0.001);最后,在

模型9中,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方程

后发现,探索式学习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β=
0.626,P<0.01),而人—AI协作对员工创造力的

回归系数由0.362(P<0.01)下降为0.168(P<
0.01),仍然显著,说明探索式学习具有部分中介作

用,H2得到支持。
关于利用式学习,首先,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发现人—AI协作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362,P<0.01);其次,在模型4中,人—AI
协作对利用式学习呈正相关(β=0.305,P<
0.001);再次,在模型8中,利用式学习对员工创造

力的影响正向显著(β=0.681,P<0.001);最后,在
模型10中,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方程

后发现,利用式学习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β=
0.628,P<0.01),而人—AI协作对员工创造力的

回归系数由0.362(P<0.01)下降为0.17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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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仍然显著,说明利用式学习具有部分中介作

用,H3得到支持。
为了提高中介效应的统计功效,采用百分位

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见表5。
在由人—AI协作到探索式学习再到员工创造力的

路径中,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因此探索式学习在人—AI协作和员工创造力之

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进一步支持了H2;在由人—AI
协作到利用式学习再到员工创造力的路径中,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因此

利用式学习在人—AI协作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中

介效应显著,进一步支持了H3。
表5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路径 效应类别
非标准化 Boot 95%置信区间

效应估计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人—AI协作→探索式学习→员工创造力

总效应 0.222 0.044 0.134 0.306
直接效应 0.103 0.033 0.037 0.167
间接效应 0.119 0.032 0.059 0.185

人—AI协作→利用式学习→员工创造力

总效应 0.222 0.044 0.134 0.306
直接效应 0.104 0.033 0.038 0.170
间接效应 0.118 0.033 0.057 0.186

  本研究根据模型9和模型10,发现探索式学习

和利用式学习在人—AI协作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

中介效应值较为相近,分别为0.626和0.628;而且

在Bootstrap法检验中,这两种学习方法的间接效

应估计分别为0.119和0.118。这可能是因为这两

种学习方式都是员工为适应工作环境变化、提升自

身能力而采取的学习策略,共同的驱动因素和学习

目标导致两者在中介效应值上表现出相似的趋势。
然而,探索式学习侧重于开拓新领域,可能需要更长

的时间,而利用式学习则侧重于对已有知识和技能

的优化、整合,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明显效果。
此外,不同的员工在学习风格、能力倾向和工作经历

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都可能导致员工在探索式学

习和利用式学习的表现不同,从而使两种学习方式

在中介效应值产生差异。

四、结 语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个人—工作匹配理论,构建了人—

AI协作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模型,探讨了探索式学

习和利用式学习在人—AI协作与员工创造力关系

的中介作用。通过两时点匹配问卷调查进行实证检

验,得到如下结论:人—AI协作对员工创造力具有

正向影响;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均在人—AI协

作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是:

a)本研究揭示了双元学习在人—AI协作与员

工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新型人机交互场景下

员工创造力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以往的研究已经探

索了人—AI协作如何通过角色分工[9]、压力评

估[6]、内在动机[10]等路径对员工创造力的促进或抑

制作用,但多聚焦于员工被动接受技术融入组织内

部的过程,尚未充分关注到学习这一主动性行为。
考虑到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及学习是提升创造力的关

键[37],本研究通过构建人—AI协作激发员工双元

学习行为来提高创造力的路径,证实了人与AI协

作的良性状态可成为员工创造力的新来源,有助于

深入理解AI应用场景下员工知识更新、技能提升

与创造力的内在关联。
b)本研究从学习视角进一步深化了人—AI协

作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尽管已有研究关注到AI等

智能技术带来的替代威胁与工作压力[4,7],并指出

其可能刺激员工主动学习行为以提高创新能力,但
大多将员工学习视为单维概念,忽略了具体的学习

方式与策略在平衡不同工作需求中的重要性。本研

究发现,当AI成为工作伙伴时,员工面临低技能替

代压力下的适应性学习需求,以及知识能力深化的

发展性学习目标。两类学习获取的知识类型与技能

维度差异,可能引发不同层次的创造性想法。因此,
本研究通过细分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类型,揭
示人—AI协作分别通过两种学习影响员工创造力

的作用机制,丰富了人机交互领域的研究。
c)本研究从个人—工作匹配理论视角分析人—

AI协作引发员工双元学习行为的机制,扩展了该理

论的应用范畴。以往研究主要从资源保存理论[11]

和自我决定理论[33]等视角,聚焦员工静态的资源获

取与内在需求满足,而忽略了其对动态环境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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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AI技术的引入重塑了工作环境和任务要求,员
工需持续调整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新的工作要

求。本研究从个人—工作匹配视角切入,分别从需

求—供给匹配与需求—能力匹配两个维度揭示员工

如何通过双元学习来重新实现与工作的匹配,更全

面地阐释了人与AI协作过程中员工的学习动机和

目标。
(三)实践启示

  对于员工而言,首先需要积极拥抱
 

AI技术变

革,视AI为新的工作伙伴,尤其在AI参与工作决

策或预测时保持开放接纳的态度;同时注重提升与

AI协作的相关技能,利用AI提供的信息资源来提

高问题分析和方案决策能力。其次,应主动探索新

知识和新领域,密切关注外部的行业动态和技术发

展,洞悉AI在本行业的最新应用,探索未来创新方

向;将自身专业知识与AI提供的数据支持深度融

合,优化工作流程。最后,保持开放心态,勇于尝试

新的方法和思路,培养创新意识,在问题解决中突破

传统视角,利用AI技术挖掘潜在市场需求,提出新

的产品概念或服务方案。
对于企业而言,首先需营造积极的人机协同工

作氛围,通过展现AI的便利性和优势,提升员工对

AI的接受度和信任感。为避免员工与AI协作中产

生的身份威胁感和工作不安全感,企业应及时开展

团队建设活动、一对一辅导等进行心理疏导,鼓励员

工主动适应工作环境变化,促进人机高效合作。其

次,需结合AI技术应用重新评估岗位需求,合理配

置人力资源、优化任务分配,让员工在人机协作中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激发创造积极性。最后,应构建创

新激励机制,鼓励员工合理运用AI工具提高绩效,
并定期组织AI主题创新研讨会,激发员工与AI共

创的内生动力,打造智慧协同的创新生态。
(四)研究局限

  a)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问卷采集数据,可能存

在同源偏差问题。后续研究可采用多元数据收集方

法,如由管理者评价员工创造力水平,员工自评与

AI的协作状态和双元学习过程。此外,人—AI协

作变量的测量维度有待完善,未来可借鉴AI在不

同领域的应用特点,从技术交互、任务协作、知识共

享等维度拆解该变量,系统探究其对员工创造力的

影响机制。
b)

 

边界条件探究不足:本研究聚焦人—AI
 

协

作通过双元学习影响员工创造力的核心路径,未深

入考察环境与个体层面的调节因素。组织
 

AI
 

准备

度、技术自我效能感、个人学习能力等变量,均可能

显著影响人机协作效率及员工后续行为。未来研究

可将此类因素纳入模型,检验其在员工认知与行为

过程中的交互调节作用。
c)

 

研究视角与场景的局限性:本研究主要关注

人—AI协作场景下,探索式与利用式学习对员工创

造力的积极影响路径。但已有研究表明,AI应用可

能引发工作倦怠、离职意向等负面效应。未来研究

可结合AI技术前沿趋势,从多行业背景与理论视

角出发,全面剖析人—AI协作对员工学习与创造力

的不同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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